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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《周易》蕴藏的民族审美心理及其影响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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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审美心理从广义讲是一种审美意识,就是审美主体反映美的各种意识形式。而民族的审美心理则是

积淀在一个民族心灵深处的审美意识。这种意识或明或暗,或强或弱,对民族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不可低估

的影响。《周易》作为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文化元典,有“群经之首”、“大道之原”的美称,其博大精

深的思想沾溉着后世万代。本文拟对其蕴藏的民族审美心理及其影响作初步探讨。 

    

    一、阴阳之美 

    

    “阴阳”观念产生较早,西周铭文就有“阴”、“阳”二字,大概指方位。《诗·大雅·公刘》曰:

“既景乃冈,相其阴阳。”也指方向。从这些文字记录可看出古人最初关于“阴阳”的认识。此后,《国

语》、《左传》、《老子》等都多次出现“阴阳”概念。而老子的“万物负阴而抱阳”,应该说已经是

一个哲学命题了。但真正第一次把“阴阳”提升为最高的哲学范畴,建立起完整的阴阳学说思想体系,用

以说明自然和人类社会各种各样的问题,并对后世民族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还是《周易》。 

    

    《周易》用“—”、“3/3/”两种符号代指阴阳。两种爻错综重叠便组合成八卦和六十四卦。阳与

阴最基本的象征是男与女、天与地、刚与柔、义与仁、奇与偶。推而广之,象征的事物遍及宇宙从自然

到社会的一切,是适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条总原则。阴阳既对立又统一,广大悉备,因此,《周易》

视阴阳为宇宙的根本法则。这种无所不包的阴阳观念千百年来已渗透进中国人的生命之中,积淀为一种

民族的审美心理。 

    

    在中国人的头脑中,似乎离开了阴阳就无法理解和表达自然与社会人生。比如,气分阴气阳气;山分

阴山阳山;房屋朝向分阴面阳面;石碑分碑阴碑阳;历法分阴历阳历;声分阴(清)声阳(浊)声;音律之律为

阳,吕为阴。而饮食:“凡饮,养阳气也;凡食,养阴气也。”中医认为“阴阳者,天地之道也,万物之纲纪,

变化之父母,生杀之本始,神明之府也,治病必求于本”。受《周易》阴阳思想的影响远不止这些,在武

术、书法、诗歌、文艺理论等多方面都能找到其“痕迹”。如称出手为阳,收手为阴,上步为阳,退步为

阴等乃是以阴阳消长理论为基础的武术语言。“夫书肇于自然。自然既立,阴阳生焉。阴阳既生,形势出

矣”,则是以阴阳比喻书法的有形(形)与无形(势)。讲究平仄(阴阳)交错和音顿(奇偶)变化,这是中国古

诗(尤其是近体诗)形成抑扬顿挫声调美的原因。中国古代美学的两大基本类型就是阳刚与阴柔之美或说

优美与壮美,等等。 

    

    二、和谐之美 

    

    和谐是中国人历来追求的理想目标,它像一种符号,深深地烙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。这种尚和的审美

心理在《周易》中有十分丰富的体现《周易》推崇“太和”,这是一种最高的和谐与协调。《乾·彖

传》云:“乾道变化,各正性命。保合大和”。这个“太和”境界,既是自然界本然的秩序和发展归宿,又

是人类社会各种实践所追求的最高目标,它实际上可归结为一种天与人、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思想。

应该看到,先秦时期道家对自然的和谐做了大量研究,提出了“和”和“天和”的概念。老子说:“万物

负阴而抱阳,冲气以为和。”庄子说“天和将至”。儒家则侧重于追求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。孔子说:

“礼之用,和为贵,先王之道斯为美。”又说:“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。”先秦各家普遍把天人和



谐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,只是各家对这种整体和谐的论述侧重不同。而《周易》的“太和”则综合了各

家的文化创造,特别把道家的自然主义与儒家的人文主义有机结合,这无疑是先秦各家对整体和谐最完美

的论述,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最高的价值理想。 

    

    在古人的心目中,“和”是宇宙万物一种最正常、最本真、最具创生性的状态。如,作为民族象征的

“龙”,就是一种“和”的图腾。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“和”的民族。儒、释、道三教合流形成“和”

的文化。再如,音乐的“和”是“八音克谐”。君子的“和”是文质彬彬。人与国家的“和”是国泰民

安。人与自然的“和”是“天人合一”。国与国的“和”是万国咸宁,万邦协和。商业运作的“和”是

和气生财。军事的“和”是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。等等。以上所有这些关系中,与自然的关系最为中国

人看重,“天人之际,合而为一”〔5〕是其经典表述。 

    

    《周易》中有很多带“中”的词,如中正、大中、中道、中行、行中、刚中、柔中、时中等,这是

《周易》“尚中”思想的体现。如,二、五爻位居中位,其得吉者明显多于其他爻位,这也是《周易》极

重要的“位”、“时”、“中”概念的具体表现。而“位”、“时”、“中”强调的就是时间与空间的

和谐,是一种“度”和“中庸”之道。 

    

    “尚中贵和”的“中和”思想逐渐积淀为一种民族审美心理,影响深远。如传统造型艺术广泛运用

对称和对比手法;书法艺术注重笔迹、笔势、笔意、结体、章法等方面的矛盾对立,孙过庭概括为“违而

不犯,和而不同”;古建筑设计大多以中轴线为中心,两边相对称;古诗文在修辞上大量运用对偶手法等。

毫不夸张地说,这种“中和”思想已深入中华民族的灵魂之中,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。而与“中”相

反的则是“偏”和“过”。偏乃失衡,“过犹不及”,所谓的“亢龙有悔”,这是中国人深以为忌的。 

    

    三、从善之美 

    

    善是中国人几千年崇尚的道德标准,从善是中国人矢志不渝的行为准则。由人生的善到艺术的善,贯

穿了中国人的整个生命。《周易》特别强调善和善的积累。《坤·大象传》的“地势坤,君子以厚德载

物”,张扬的就是“善”。《坤·文言传》接着说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,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”。《系辞

下传》进一步解释:“善不积不足以成名,恶不积不足以灭身。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,以小恶为无

伤而弗去也,故恶积而不可掩,罪大而不可解。”善要从小处点滴积累,也即《升·大象传》的“君子以

顺德,积小以高大”之意。所以,中国人有“行善积德”之说。积善、行善说穿了就是一种修身养性,也

即《大畜·大象传》的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,以畜其德”,《谦·初六·小象传》的“谦谦君子”,

《乾·文言传》的“进德修业”,“修辞立其诚”,《乾·初九》的“遁世无闷,不见是而无闷,乐则行

之,忧则违之”,《乾·大象传》的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等。修身养性的最大归宿乃是“善”的

追求和张扬,它既是身修、家齐、国治、天下平的前提,又是结果。“善”成了中国人的一种审美心理。

如西方人看重美,中国人看重品。在艺术美和人格美之间,中国人一定首选人格美。叶燮说:“且文之为

道,当争是非不当争工拙。”不仅如此,就连自然美的欣赏和评价也要讲究“比德”。在古代中国,从文

学艺术到日常行为规范,无不贯穿、渗透着这种精神。以善为美,美善统一,是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的民

族精神,也是中国古代审美文化最突出的特征。 

    

    四、素朴之美 

    

    中华民族历来崇尚素朴美,它源于《周易》。《贲》卦讲文饰和美化。此卦从“贲其趾”开始到

“贲其须”、“贲于丘园”,最后是《上九》的“白贲,无咎”。由最初的文饰彩绘回归到素朴的“白

贲”,体现了古人独特的审美心理。何为“白贲”?王弼的解释是:“处饰之终,饰终反素,故在其质素,不

劳文饰而无咎也。”意思是说,贲饰是有过失的,作为对“贲”之极至的“饰终”的补救措施,则需剥落

斑文华采而任其“质素”的“白贲”。可见,“白贲”就是无须多饰的“质素美”,返朴归真的“朴素

美”。“白贲”的美学意义对后世的启发作用十分巨大。如老子主张“见素抱朴”的素朴美,庄子主张

“既雕既琢,复归于朴”和“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”的朴素美。先秦以降,“白贲”的美学思想屡见

文献。比如,鲍照有“初发芙蓉”的比喻;刘勰有“衣锦 衣,恶文太章,《贲》象穷白,贵乎反本”的认



识;李白有“清水出芙蓉”的诗句;欧阳修有“古淡有真味”的感叹;苏轼有“发纤 于简古,寄至味于淡

泊”和“外枯而中膏,似淡而实美”的评论;戴表元有“无味之味食始珍,无性之性药始匀,无迹之迹诗始

神”的慨叹;陆时雍有“绝去形容,独标真素,此诗家最上一乘”的观点;叶燮有“真绚烂则必平淡,至平

至淡则必绚烂”的见解;刘熙载有“白贲占于贲之上爻,乃知品居极上之文,只是本色”的理解和“词之

为物,色香味宜无所不具……不知必先将借色洗尽,而后真色见也”的体会。 

    

    这种崇尚素朴的审美心理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十分明显。中国诗以恬淡清纯者为最高;中国画以水墨

为色。中国小说,重视白描;中国戏曲,无布景,无换景,无繁琐道具,而大千世界尽在其中。中国艺术的意

境讲究淡而有味,淡而有致的隽永、深邃。平淡素朴的色调在古建筑中也占了很重要的位置。 

    

    五、通变之美 

    

    《易》之三名之一即“变易”,“变”是《周易》观察、认识世界最基本观点,而与“变”相连的是

“应变”,也即“通”,它是《周易》最核心的思想。《系辞下传》说“《易》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

久”,道出了《周易》通变思想的真谛。《周易》的“通变”思想可归纳为两点:一是事物的矛盾运动发

展到一定的阶段或程度,就注定要发生变化,即所谓的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。二是顺应时代潮流,与时代

同步发展,也即适变,通变,也就是“与时俱进”。 

    

    《周易》有很多带“时”的词语,如“待时”、“时成”、“时乘”、“时行”、“时用”、“时

变”、“时义”、“时发”、“时舍”、“时极”等。这是《周易》对事物不同侧面、不同发展阶段所

表现出来的特殊性的独特表述。人们首先要识得其“时”,才能“趣时”通变。趣时者自得其吉,不识

“时”者,则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。俗语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,盖源出于此。 

    

    这种“通变”思想遂积淀为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并且影响深远。一部中国文学艺术史就是一部文学艺

术的发展变迁史。书法艺术源远流长,而尚变是其永恒精神,这就是“凡书通则变……若执法不变,纵能

入石三分,亦被号为书奴。”佛教的“中国化”,除了前述“和”的民族精神和审美心理外,更多的还在

于“尚变”的民族精神和审美心理使然。整个中国佛教的“调和性”、“融摄性”和“简易性”特点,

正是这种“通变”精神和心理的具体体现。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被中断的文化,其中最重要的原因

在于中华民族自身的内在力量,是中国人不断的望新图存,也即“尚变”的民族精神支撑了中华文化代代

相传,永不衰竭。这种“尚变”的与时俱进思想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。今天的中国正在建设中

国特色的社会主义。这个“中国特色”实际上也是“通变”之结果。 

    

    综上,阴阳、和谐、从善、素朴、通变,这些在《周易》中本来属于哲学、伦理学、美学等概念和范

畴的思想,逐渐地积淀为民族的审美心理,影响十分深远。而其中的和谐、通变又进一步升华为民族精

神。这些精神已成为中华文化绵延不断的生命力所在。 

    

   来源：《社会科学研究》2005/1 网站编辑：王楠  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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